刘老石：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

农村的贫困与农村的精神贫困

　　　谈到农村，我们马上就会把它和贫困联系到一起。农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帮助农村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解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一些社会团体也为这些地区送去了扶贫物资，但结果与期望却是相反，这种给钱给物的扶贫措施最终非但没有使这些地区富裕起来，相反甚至还滋生出了“等靠要”的懒汉风气，后来这种被称作“输血”式的扶贫方式逐渐被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修路，送技术、送文化，人们称之为“造血”的扶贫方式，扶贫方式由“输血”转为“造血”。不久人们发现虽然“血”造出来了——路有了，农技推广站有了，文化站建立了，但却对贫困地区没有多少帮助。且不说那些措施本身就耗费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些耗巨资建立的东西基本成为了摆设，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这种所谓的“造血”扶贫的办法也被实践证明不可行。

　　这种结果让许多扶贫工作者和农村问题专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明明肉有了，血造出来了，有血有肉的人却没有站起来呢？还缺什么？是不是还有些什么更重要的工作被我们遗忘了？

　　另外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有些地方，本地各种资源都很丰富，但是反而不如自然资源禀赋很差的地区发展的快？有些地区虽然有发展的比较快，人们衣食丰足，但是人们却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村里出现的问题并不比贫穷的村子少，各种社会问题、各种公益问题也难以解决，有时甚至是越发展的快，麻烦也就越多？

农村的现实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农村贫困中，更为根本的贫困是精神贫困。

　　稍有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殆尽，各项公益事业昨日黄花，科技进步空中楼阁，医疗卫生纸上谈兵，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流失，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推进自身进步的人才。村民们似乎都在默默地等待，但如果你问他们在等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农民就是在这种等待和孤寂中变得越来越麻木，走向“绝望”的。

　　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懦弱，失去了最起码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和意识，完全没有了自信力。不仅仅单个个体如此，整个村整个乡也是这样。如果你问他们缺什么？他们就说缺钱、缺市场、缺技术，什么都缺，问他们怎么解决？他们一般会告诉你就等待政府的扶贫、外界的支援。他们甚至也会很坦率地让你帮忙修路、自来水、卖农产品。如果哪个村选举违法、干部有问题，个人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或者默不作声，私下埋怨，实在忍受不了就上访，找青天，跪在衙门口哭诉。

　　我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五十、六十年代，尽管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物质状况和今天相比差距巨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农民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战天斗地，气概豪迈。他们克服困难，改造农田，改进技术，兴修了无数的水利工程和道路。我们在农村能够见到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那时候修建的。人们主动去参与基层政府的管理工作，农民们组织起来，改善社会，活跃生活，把自己看作是乡村的主人。但是今天，农村技术进步了，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各种物质条件也改善了，农村以外的城市支持也有更大的可能了，更有能力做事情，但是今天的农民却变得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了。

　　这是为什么？农民怎么了？骄气了？堕落了？智力变低了？农民曾经有的自信哪里去了？是什么导致了农民如此的颓丧？

我们不禁要问：农民的精神哪里去了？

　　我们会首先想到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了小农经济的无法自信，基层政权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农民素质需要提高等等。

　　但是这却远不是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的非组织化。目前农村已经如同一盘散沙，缺少必要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除了要粮要款、刮宫流产之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基层的整合能力基本丧失，靠基层政府和现有的农村组织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农民再凝聚起来，更没有办法从内部产生出推动农村向前走的推动性因素。没有这些，不仅农村的各项事业没有办法进行，富裕小康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处于松散状态的农户依靠个人的力量肯定没有能力克服自然给予的困难，一个人无法治理水旱荒灾，一个人也无法应对市场的挑战，一个人也就无法应对来自政府和其他群体的利益侵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表面看来农民的精神贫困表现在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下降，但是根本原因却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失去群体关爱。失去组织的农民个体在市场经济和强大的政府面前是无法做到自信的。没有了自信之后，也就只有他信，依靠别人了。

　　失去了自信的农民不再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一旦遭遇困难，理所当然把责任推给了政府。基层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要求，他们也无能为力，所能做的事情最多也只是给些物质援助，后来连物质支援也难以做到。然而因为这种单纯的物质扶贫的主导思路是错误的，忽视了对农民本身精神的生长，它把政府当作了扶贫的主体，忘记了脱贫的主体应该是农民本人。所以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有时结果甚至是适得其反，越扶越贫。

　　除了政府的原因之外，农村的精神贫困还源于农村自身缺少外来信息的有效流入。由于贫困导致的各种信息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的缺乏，同时由于农村人员流动也很少，使得信息流入很少，最后导致农民缺少外来的激励，甚至与外界隔绝。农民为了得到一些可用信息，必须花费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很多人只好从废纸中，从不多的广播中获得相关信息，有的甚至要花钱贿买中央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有意识地阻碍信息的传入渠道，使得农民很难得到相关的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在的甚至还会有意地对传播中央精神的农民进行非法拘禁和各种形式的打击迫害。本来农民还是相信和依靠中央的支持的，但是基层的现实是连最基本的中央支持都无法获得。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信息传播无利可图，利润太低，公司只能从农村退出。所以指望用市场的方法来达到信息传播，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既没有外来的精神支持，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生长可能的农民，如同沙漠上的孤树，最后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精神生长出来。

中国一句老化说得好：扶人先扶志

　　解决农村的精神贫困，依靠基层政府不可能，因为政府实在无法或者无能力应对如此庞大的精神需求，更何况其主导思路还是错的；依靠外来公司不可能，外来公司和农民之间仅仅是一种利益交换，有时甚至还是对农民的利益的侵害。这两者都没有可能让农民的内在精神生长起来。

　　农村精神生长，农民的精神成长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农民自身组织的成长。但首先就必须在这些村民中找到当地的能够带动农民精神成长起来的农民带头人。这些人是精神成长的火种，也是现有的村庄中让村民能够重新焕发起斗志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对农民的帮助必须从精神扶助开始，这就是所谓的“扶人先扶志。”这种扶贫我们称之为“精神扶贫”。这是未来农村工作中最为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大学生们的支农调研

　　从2000年开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指导下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已经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推广，大学生的各项支农调研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在各地高校掀起了“关注农村 塑造自我 建设新乡村”的热潮。

　　在各高校内，始终都有一批来自农村，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热血青年，希望为农民做些事情。他们根据学校和专业特点和优势，建立了支农社团，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支农活动，例如寒暑假、“五一”、“十一”下乡支农调研、支教扶贫活动，日常的三农方面知识讲座和培训。各支农社团的发展和支农活动都得到其所在学校团委和院系领导的大力支持。

　　到2004年5月，已有120多个支农社团成立，遍布在除西藏、台湾、青海、海南之外的各个省市。国内名牌高校基本都建立了涉农社团，北京地区的社团数目最多，已达30多个，其次是重庆和上海。河南是涉农社团发展最快的地区，到2004年5月，已建涉农社团近20个。北师大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天津科技大学新希望发展促进会、北京大学乡土中国学会，是建立最早的社团。

　　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大学生们自己组织和策划的，他们自己推动社团活动的开展，并且组织各地社团参与活动，每次回来召开支农调研经验交流会，定期组织大型的培训会，对各社团进行支农调研培训。

　　支教活动是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大学生到农村支教，对农村的孩子不仅仅进行书本上的教学，更重要的是通过安排和组织一些活动，寓教于乐，希望对他们未来生活和学习有所启发引导，给孩子们放映一些最新的、有意义的影片，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唱歌，这些都是我们支教活动的内容。同时，我们还发现新的观念和思想要在农村推广，比如环保意识，孩子们是很好的切入点。

　　重视支教活动的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在村里呆上几天后就一走了之，让孩子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大学生志愿者还帮助一些乡村学校建立了图书馆、手抄板报、广播台等，让孩子们学会自己去组织、管理，开辟一种文化氛围，创造一个学习的空间。

　　今后农民工问题将成为我们的支农调研活动之一。2004年特设“农民工”工作组，主要负责开展关注农民工的活动，针对城市中这一新兴群体开展了教育培训、法律宣传等活动，以北京为基础，为各地社团作指导性的工作。

　　调研活动　每逢寒暑假，“五一”，“十一”是大学生们调研的黄金季节。他们结合当前国家“三农”问题的焦点、当地农村的状况及自身的专业和兴趣，选择课题，预备、学习相关资料，进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之后根据调研分析结果，撰写调研报告。每次调研结束，我们都收到各地高校寄来的调研报告。我们邀请了三农问题专家对调研报告进行评奖，并对调研期间涌现出不少的优秀报告，编辑成调研报告集。现已有五本报告集完成编辑，包括了2002年7月至2004年3月的优秀调研报告。

　　许多报告结集出版，有些报告经过专家处理，被递送到有关部门，成为政策依据，促进了三农问题的改善。

　　信息站建设通过长期的乡村调研，我们发现农民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和金钱，而是政策法律和农业科技以及教育等方面的信息。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窄小。且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不重视实用信息的推广工作，有的甚至有意识地加以阻碍，以致于农民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中央的各项政策和信息。信息渠道不畅、信息匮乏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限制了农民在致富和精神建设方面的改进能力，农民有时为了获得一点信息，如中央政策、法律知识、教育知识或者实用技术资料，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另一边，这些信息被大量地堆积在城市的科研所的资料库和网络中，没能惠及农村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信息资源浪费。

　　因此现阶段，“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现在又发展出农村信息站这个子项目，为解决农村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解决渠道。我们组织动员了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法规，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参与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的发展。事实上，大学生们也很愿意参与这项活动。

　　两年来，通过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00多个“大学生农村信息传播站”，让当地农民精英作站点的负责人，通过他们收集传达农民需要的各类信息。现在大多数的信息站工作情况良好。下一步将建立“农村——高校”信息传播渠道，逐步引导高校团委、农村村委会、涉农组织及社会公益组织加入进来，争取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农村信息传播网络。

　　信息站的建立，缓解了农村信息闭塞的问题，加快了城乡互动和沟通，引导农民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展，对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意识，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学生支农调研的改变

　　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总是把支农调研的方向定在调研为主，到农村去的主要目的是调研。但是后来越来越感觉这样不行，一方面，每次到农村去，都会感到有些事情非做不可，而仅仅是调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另一方面，但纯调研还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去多了，甚至还会让农民感到厌烦——解决不了问题，还一次次的麻烦人家，人家能不烦吗？

　　后来我们就做了调整，将主要方向放在了支农上面。到农村去要多为农民做事情，想办法去做事，而不是想办法去调研。从送给农民旧衣服旧文具，到支教访贫，再到建立信息站，再到建立合作互助村。尽自己所能去做事情，能做多少算多少。调研怎么办呢？这时候的调研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融于日常活动里的一项内容，随时随地调研。这样写出来的调研报告更有意义。是一种参与式的调研，而不是被动式的访谈。

　　现在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协助农民进行组织化建设上面，给予农民更多的精神激励，即新乡村建设实验点上。我们越来越感到让大学生们参与到新乡村建设中去是既帮助农民解决农民精神贫困的最好的方式，也是拯救大学生的精神贫困的好手段。而且重要的是这也是大学生们能够做的，也有能力做的好。

　　这样我们逐渐就把支农调研的重点放在了那些基础比较好的实验点的建设上，同时也希望大学生们能够在一些比较成熟的运行点上多帮助农民做点事情。但是对于一般的没有任何基础的地方一般都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有些没有明显的改进可能的村庄，一般不再作为支农点。这样也就保证了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向主渠道倾斜，多为农民做点事情。

　　事实上，同学们是有创造力，现在开辟的几个新的新乡村建设点，如招远、鱼台，都明显是大学生们独立操作着，那些同学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精神激励和协作能力培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也证明这是同学们完全能做的好的事情。那些开辟了这些点的同学以及这些点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骄傲。

大学生们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在著名的经济学家温铁军老师的指导下，这场一经进行了两年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开始有了新的目标——迈向新乡村建设，参与到新乡村建设的洪流中来。

　　大学生们参与的新乡村建设主要表现在两点上，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利用支农调研的机会寻找比较适合的优秀农村带头人和实验点；参与到给农民举办的各种培训中来，有的时候这种培训工作则是完全有大学生们自己承担的；进行培训后的实验点的指导和支持工作，协助建立实验推广点。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农民带头人的培训，培训的人数达到300人次，通过这些培训学员的作用，在河北、山东、湖北、山西、安徽等地已经建立了二十多个实验推广点，大部分实验点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有些实验点取得的成功非常的惊人。
